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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情感-技术协同机制如何重塑
乡村环境治理效能？

——基于J镇垃圾治理项目的实践考察

刘 萌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 当前中国农村环境治理面临政策高投入与效能低产出的核心困境，集中表现

为政策执行悬浮化、村民参与冷漠化与技术工具脱嵌化的治理悖论。以四川省绵竹市 J 镇

垃圾治理项目为经验案例，构建制度−情感−技术三维协同框架，系统阐释三者动态耦合

重塑环境治理效能的内在机制。其中，制度支撑通过村规民约与行政考核的互补性嵌入，

有效调和量化指标与乡土非正式逻辑的结构性矛盾。情感动员沿循信任修复、认同形塑到

责任内化的渐进路径，以代际传播与文化符号转译政策为“新乡俗”，推动参与从外部驱动转

向内生自觉。技术赋能借力分层适配策略弥合数字鸿沟，在技术门槛降低与情感互动维系间

寻求平衡。协同框架的创新性体现为双向调适、渐进内化与分层适配的联动机制，为破解治

理悖论提供兼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实践方案，对构建韧性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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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公共性的消解成为制约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问题，亟待通过制度、

情感与技术的协同重构破解治理悖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等政策文件，均将生活垃圾治理定位为“生态宜居”目标的关键抓手，

并强调在发挥农户主体力量的同时要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进一步强调“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要求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然而，普遍的形式主义和高治理成本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治理无效[1]，政策文本的“高位推动”与基层实

践的“低位响应”之间矛盾凸显，集中表现为以下三重结构性困境：其一，制度刚性使得行政动员过度

依赖科层权威与量化考核，导致治理逻辑与乡土社会柔性网络的结构性脱嵌。如，“户清扫、村收集、

镇转运”的行政化管理模式虽投入了大量资源，却因忽视村民主体性而陷入运动式推进与间歇性反

弹的循环。其二，情感联结弱化导致责任认同缺失，村民因人口外流、原子化加剧而对村庄共同体的

归属感与互助意愿下降，普遍将垃圾治理视为“政府任务”而非“分内之事”，公共环保的责任意识淡

薄，基层治理陷入“政府热、村民冷”的困局。其三，技术脱嵌进一步加剧了治理效能困境。垃圾分类

APP、线上监管平台等数字工具因缺少与对乡土文化与人口结构的适配性，导致年轻群体参与率低，

留守老人面临“数字排斥”的技术悬浮现象。制度、情感与技术的三重割裂，使得农村环境治理面临

政策高投入与效能低产出的悖论，也暴露出当前农村环境治理中公共性消解的深层危机。其中，情

感动员作为一种柔性治理机制，被认为在弥合制度刚性与乡土柔性、促进政策理解乃至技术接受方

面具有潜在桥梁作用。如何通过制度、情感与技术的协同创新重塑乡村公共性，成为破解治理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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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命题。

在乡村环境治理中，行政干预、情感动员与技术赋能分别依托科层权威、社会资本与数字工具发

挥作用，但单一维度的治理模式均存在显著局限。行政干预过度依赖政策刚性推动，易因忽视乡土

社会的非正式互动逻辑而导致执行悬浮化；情感动员虽能有效激活内生动力，却面临人口外流造成

的社会资本稀释挑战；技术赋能虽可提升效率，却因未能充分适配乡土人口结构而引发数字排斥，最

终陷入效能衰减（如表 1所示）。面对这些结构性困境，制度、情感与技术三者的协同互补成为破解治

理悖论、提升整体效能的关键路径。在具体实践中，制度支撑借助“环保收益共享”“村民评议会”等

机制，推动责任分配从政府包揽转向多元共治，完成秩序重构；情感动员通过“学生带动家庭”“乡贤

示范”等文化嵌入策略，将国家环保政策转化为村民可感知的“地方性知识”，实现价值认同凝聚；技

术赋能则需构建相应的评估体系，将信任度、参与频率与归属感纳入村级考核框架，防止情感动员异

化为短期表象，保障长效治理。协同框架的深层意义在于，通过情感网络补位制度刚性、技术工具适

配乡土惯习、情感动员激活主体自觉，最终实现治理资源的动态整合与治理效能的系统性提升。

研究选取四川省绵竹市 J镇作为分析案例，全镇区域面积 87.79平方公里，辖 9个行政村、2个村

改居社区及 184个村（居）民小组，总人口 3.17万人，兼具行政村与城镇化社区混合特征，治理情境具

有代表性，为观察制度-情感-技术协同机制提供了多元场域。该镇在 2008年汶川地震中遭受重

创，灾后通过社会力量介入，其中万科公益基金会①联合诸多社会力量和志愿者对该镇进行了对口援

建，其“政府-社会”协作的传统与空心化问题为观察制度-情感-技术协同提供了多元场域。2018
年，镇政府联合万科公益基金会及在地民间环保组织——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②（下文简称

“根与芽”）启动生活垃圾管理项目，探索“行政-社会资源-技术”三元协同的治理模式，其历时性演

进为本研究提供了动态观察窗口。

研究的经验材料来自 2021年 5月-2024年 10月间开展的两轮田野调查和 14次线上、线下半结

构式访谈，以及政策文本、数字痕迹与媒体报道的三角验证。聚焦垃圾治理中的主体互动、技术应用

与规则演化，累计驻村 42天，形成 12万字田野笔记。对 35名关键行动者进行 14次深度访谈，包括：

决策层（民间环保组织理事会成员 3人），聚焦资源协调逻辑（如何平衡行政考核与村民自治）；管理层

（项目负责人 5人），关注政策落地机制（技术工具如何适配老年群体）；执行层（工作人员、志愿者及村

民 27人），揭示基层实践中的情感动员策略与技术适配困境（环保茶话会等活动的组织经验）。单次

访谈时长 20~40分钟，辅以 3场焦点小组讨论（每组 6~8人），对比不同群体的认知差异。此外，系统

收集了四类档案材料以提升研究信效度：组织内部资料有民间环保组织年报（2018-2024）、项目进

度报告及案例集；政策文本为镇政府公开文件、考核方案及会议纪要；数字痕迹包括官方微信公众

号、短视频平台的环保宣传内容（共217条图文/视频）；媒体报道包括省市级媒体对 J镇治理成效的追

踪报道。

①    万科公益基金会是由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国务院审核批准，于2008年成立，由民政部主管的

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2017年被认定为慈善组织。

②    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于2008年在成都市民政局登记注册，是由成都市生态环境局作为主管单位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

J镇垃圾管理项目开展后实地的垃圾管理行动主要由根与芽负责完成。

表 1　单一维度治理效能对比

对比维度

治理逻辑

典型工具

核心困境

协同路径

刚性行政干预

科层权威主导，依赖量化考核与短期
资源集中投入

突击整治、强制分类、运动式推进

政策执行悬浮化（村民被动参与，治理
反弹率高）

村规民约补位，增强政策包容性

情感动员

社会资本驱动，激活村庄内生动力

环保茶话会、乡贤示范、积分奖励制

社会资本稀释（人口外流导致互助
频率下降）

技术工具辅助情感联结

技术赋能

数据驱动决策，技术工具标准化，流程数
字化

垃圾分类APP、大数据监测平台、线上监
管系统

技术脱嵌（留守群体覆盖率低，数字排斥
显著）

降低技术门槛（技术与互动场景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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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1.制度理性的转向：从政策悬浮到情感补位

既有研究围绕农村环境治理形成了制度理性与情感驱动两大主导范式，前者以Ostrom的多中心

治理理论为根基，强调通过权责明晰、量化考核等正式规则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多元主体关系，

试图以制度设计破解“公地悲剧”[2]。后者依托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信任、互惠等非正式规

则对集体行动的促进作用[3]。然而，在乡土社会的复杂情境中，制度理性面临结构性脱嵌的挑战。政

策文本的“高位悬浮”与地方性知识的“低位脱嵌”形成结构性张力[4]，具体表现为两方面矛盾：一方

面，制度供给过剩与政策刚性执行导致公共性消解，亟需村规民约的柔性规则补位。例如，早期推行

的“户清扫-村收集”行政化模式，虽通过财政补贴和考核问责投入大量资源，却因忽视村民“分散投

放、混合处理”的传统习惯，陷入“运动式整治-间歇性反弹”的循环。另一方面，工具理性主导的治

理逻辑难以兼容乡土社会的价值理性。垃圾分类率等量化考核指标的单一导向，割裂了环境治理与

村民日常生活的情感联结，导致政策执行异化为“数字游戏”[5]。这种“制度空转”现象暴露了单一制

度理性范式的解释力局限，其本质是“国家治理标准化”与“乡土社会复杂性”之间的深层冲突[6]。

为缓解制度刚性与乡土逻辑的张力，学者主张通过村规民约补位正式制度的不足[7]。然而，既有

研究多聚焦制度本身的调试，未能回应“弹性如何生成”这一核心问题——制度弹性的实现需依赖社

会关系与情感要素的润滑作用，而这恰是当前理论体系的盲区。针对制度理性的内在缺陷，情感治

理的概念得到重视。社会学家们的研究表明，情感不是简单的、个体的生理机体现象，它还受到诸如

文化规范、社会结构等宏观因素的制约，对情感的管理与控制也可能影响到社会控制与社会团结[8]。

在古典社会学时期，涂尔干就用集体将个性化的情感、感觉等非理性要素引入了社会层面，他将情感

作为一种主观的社会事实来研究，指出社会是建立在人们互动的情感节律基础上的集体良知[9]。滕

尼斯的共同体思想中也涵盖了情感导向、道德传播等要素，同时指出了共同体的心理基础在于本质

意志，即人们基于传统和自然的情感纽带而达成的一致性意志与和谐关系[10]。按照肯普尔的粗略划

分，对情感社会根源的研究大致可分为社会建构主义与实证主义两种取向[11]。随着时间的推移，建构

主义的观点似乎开始占据情感社会学研究的上风。情感是解释人类社会行为的重要自变量，对于社

会制度、关系和过程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显著影响[12]。其在社会互动之中产生，受到社会规范和目标的

约束，总是伴随着一定的社会情境，并且可以影响他人的行为[13]。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的情感有助于形

塑微型社会秩序[14]，柔化国家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关系，弥合治理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的鸿沟[15]。

2.情感动员的基础：社会资本与集体行动的逻辑

关于情感与社会互动之间的讨论不仅由来已久，且在传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基于情感的互动现

象一直存在，情感的作用机制承载着对集体意识、价值认同和互动行为的构建与传递。情感论题在

社会学中的勃兴，是回归了“人”的价值及其主体性，呼应了当代社会中情感问题日益凸显的趋势，显

示了当代社会对于共同情感的渴望和需求[16]。在已有研究中，关于情感在社会互动中如何发挥作用

的探讨主要是从国家或政府层面的情感治理来展开，或是对基层社会治理中“人”的情感表达进行分

析，集中讨论了集体情感的形成机制以及对情感的价值判断等。宏观层面的国家情感治理聚焦于政

治仪式、符号象征等国家动员技术如何唤醒民众的情感认同[17]。微观层面的基层情感实践剖析了熟

人社会中“人情”[18]“面子”[19]等非正式规则如何润滑社会关系、维系治理秩序。既有研究揭示了情感

作为“关系再生产”媒介的基础性作用，但其理论视域存在局限：其一，功能取向的片面性。过度聚焦

情感的“关系修复”功能，忽视了其在规则转译与技术适配中的桥梁作用；其二，动态解释的匮乏。未

能回应“空心化”背景下社会资本稀释对情感动员的挑战。以本研究的田野调查地点为例，空心化削

弱了传统社会网络的动员效能，而既有理论对此缺乏动态解释框架。这要求情感治理研究必须与技

术治理、制度创新形成深度对话，而非孤立探讨社会资本的价值。为突破上述局限，研究中引入情感

动员作为新的理论视角。

情感动员是指通过策略性运用情感工具，重塑个体认知、协调集体行动以实现治理目标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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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20]。在“人情本位”的乡村社会中，公共事务的权责边界天然具有模糊性与互嵌性，情感不仅构成了

维系社会运行的“非正式契约”，更是破解政策落地梗阻与技术悬浮难题的关键媒介。相较于“命

令-服从”的传统行政逻辑，情感动员以社会关系再生产为纽带，通过信任建构、意义共享与集体行

动协调，实现治理资源在乡土场域中的动态整合[21]。聚焦于环境治理这一具体场域，情感动员作为一

种柔性治理机制，对于弥合制度、情感与技术之间的割裂、重塑整体治理效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情感策略重构治理主客体间的互动关系，而非依赖科层权威的单向控制[22]。该

机制体现为三重关键治理效能：一是制度转译功能，通过将国家环保政策转化为“讲感情、接地气”的

地方性知识，降低村民对刚性规则的心理排斥；二是成本优化功能，依托血缘、地缘网络构建低成本

的监督激励机制，缓解行政资源有限性约束；三是效能可持续功能，以渐进式动员推动环保意识从

“外部输入”转向“内生自觉”，塑造“垃圾治理即新乡俗”的集体认同。民间环保组织作为“社会中

介”[23]，其共情式沟通策略在重构政策通道、激活社会资本方面具有独特优势[24]，为理解情感在协同框

架中的润滑作用提供了理论注脚。情感动员为技术工具的引入奠定了心理基础，但其实践效能会

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在制度层面，地方政府“考核优先”的路径依赖削弱了政策衔接弹性；在行动

层面，人口外流导致社会资本持续耗散，情感纽带维系成本攀升；在治理主体层面，村民在环保认

知、利益诉求与情感体验上的异质性，增加了动员策略的精准适配难度，因而需要构建综合治理

方式。

3.技术治理的范式重构：效率与情感的平衡

技术治理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的实践始终面临工具理性与乡土价值诉求的深层张力。数字技术

虽凭借其“物理-社会-信息”三元空间的融合能力，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25]，但其标准

化框架与乡村社会的灵活性、情感性特征存在结构性错位。这种矛盾不仅体现于技术设计与乡土惯

习的脱节，更深层反映了工具理性与情境化协商的本质冲突。其实践更是呈现出复杂的双向效应：

一方面，智能工具的本意是通过扩大覆盖提升治理效能，却在执行中加剧了弱势群体的边缘化。留

守老人因智能手机使用障碍被排除在数字系统之外，线上签到率等考核指标非但未能激励参与，反

而成为技术排斥的制度化推手。这种“数字赋权”异化为“精英俘获”的现象，揭示了技术资源分配中

的能力鸿沟——技术越追求效率，越容易向高适应性群体倾斜，弱势群体则因能力缺失陷入结构性

排斥。另一方面，算法推送虽能快速触达人群，却难以复刻乡村社会中“递根烟、唠家常”式的情感互

动。当技术过度追求瞬时传播效率时，人情网络的情感深度被逐渐消解，线上动员往往沦为“流量狂

欢”，村民的实际分类行为却未见显著改善。可见，将数字技术引入乡村建设需要以技术驱动组织覆

盖、制度创新和情感参与，从而实现基层社会协同共治[26]。

技术治理的异化现象要求重新审视效率至上的单一导向。大数据监测平台通过优化垃圾清运

路线，的确能降低年均运输成本，印证了技术提升制度执行效能的潜力；但若过度依赖线上指标考

核，则可能滋生形式主义，导致“数据繁荣”与治理实效的严重背离。这凸显了技术赋能需在效率优

化与情感联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寻求动态平衡的必要性。技术赋能的核心在于通过分层适配

策略回应人口结构与文化惯习差异，如表 2所示，这一策略的成功实施往往需要情感动员的辅助，以

增强技术工具的亲和力与接受度。针对留守老人采用低技术门槛工具并嵌入高情感互动场景；面向

流动青年则结合高技术渗透与文化符号；全体村民受益于大数据驱动的效率提升与线下监督互补。

唯有在技术设计中融入地方性知识，并为村规民约、乡贤网络等非正式规则预留调适空间，方能实现

技术逻辑与乡土价值的创造性融合。

表 2　技术工具的分层适配策略

目标群体

留守老人

流动青年

全体村民

技术工具

广播通知、纸质积分卡

方言短视频、微信小程序

大数据监测平台

适配策略

低技术门槛+高情感互动场景

高技术渗透+文化符号嵌入

数据驱动决策+线下监督互补

预期成效

提升参与率

提升线上签到率

降低年均清运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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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析框架的搭建：制度-情感-技术协同模型

既有技术治理研究存在制度脱嵌与情感缺位两大现实困境，不仅未将技术工具纳入“制度-情

感”协同框架，导致技术应用与政策执行、社会资本动员脱节，而且过度聚焦技术的工具属性，忽视了

“面子”“人情”等非正式规则对技术落地的调节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面子的秩序功能在行为约

束、纠纷解决和公共参与三个方面尤为显著[27]。例如，村民因乡贤监督产生的面子压力，显著影响其

对垃圾分类APP的使用意愿。熟人社会中内嵌着情感要素，在村落生活共同体依然存续的情况下，

倚赖地缘和血缘而形成的熟悉社会关系的特征会继续留存[28]，情感产生与互动的过程已然深嵌于乡

村内生秩序的演化发展历程。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到构成现代社会的组织系统，情感都是推动社会

现实的关键力量[29]。制度与情感的互动状态直接影响治理效能的表现形态，其互补程度决定了政策

落地从形式合规到价值内化的演进层次。如表 3所示，当制度悬浮与情感淡漠叠加时，治理陷入高反

弹率的无效循环；若仅有制度约束而情感驱动不足，则参与停留于外部激励依赖层面；唯有制度与情

感深度互补，方能激发村民将"垃圾分类即新乡俗"的内生自觉，实现高效能可持续治理。

乡村公共性的重塑本质上依赖于制度、情感

与技术三者的动态耦合与互补增效，基于此，本

文构建制度-情感-技术三维协同框架，旨在探

析非正式规则在调和国家标准化与地方灵活性

中的关键作用，重新定位技术在赋能增效中的重

要价值，以期突破效率至上的技术治理范式，系

统揭示三者互动重塑治理效能的内在机理，为理

解中国基层治理的适应性创新提供新视角。如

图 1 所示，制度支撑构成协同治理的规则基石，

通过村规民约等非正式规则与行政考核等正式

规则的互补性嵌入，调和国家标准化诉求与地方

灵活性需求，为技术工具应用与情感动员提供稳

定的规则基础和调适空间。情感动员充当协同

治理的整合枢纽，沿循“信任网络修复—集体认

同形塑—责任共识内化”的路径，激活村民主体

性，实现制度转译以消解政策排斥，优化治理成本，并润滑技术工具的在地化接受过程。技术赋能作

为协同治理的效能引擎，借力分层适配策略弥合数字鸿沟，在提升操作效率的同时维系情感互动深

度，其效能释放紧密依存于制度框架的规范引导与情感网络的接纳转化。三者通过动态耦合产生协

同增效，制度与情感持续双向调适、制度与技术相互赋能约束、情感与技术深度嵌入适配。这种动态

互动机制，最终指向对乡村环境治理中“政策执行悬浮化”“村民参与冷漠化”“技术工具脱嵌化”三重

困境的系统性破解，为构建兼具标准化效率与地方性智慧的韧性治理共同体开辟路径。

二、制度-情感-技术协同重塑治理效能的实践路径

1.制度支撑：行政权威与乡土规则的双向调适

J镇垃圾治理的早期困境，深刻揭示了单一行政干预模式在复杂乡土社会中的结构性失效，凸显

了制度弹性调适的迫切性。汶川地震前，伴随城镇化加速，该镇生活垃圾月均产量已逾 200吨。村民

表 3　情感-制度间的动态互补关系与治理效能表现

制度-情感互补状态

制度悬浮+情感淡漠

制度约束+情感驱动

制度-情感深度互补

治理效能表现

高反弹率

中度参与但依赖外部激励

内生自觉+高效能可持续

典型案例锚点

突击检查后垃圾回堆

积分兑换吸引部分村民

“垃圾分类即新乡俗”共识

图 1 制度-情感-技术三维协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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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沿袭混合丢弃、露天焚烧的传统处理方式，与现代治理要求严重脱节。尽管 2009年省级“再造秀

美山川”试点及本地推行的“门前三包”“门前五包”①等政策试图破局，但因过度依赖强制指令、忽视

地方性知识，最终陷入资源高投入与治理低效能的恶性循环：清运体系松散低效，奖惩机制缺失导致

村民消极应对，运动式整治后垃圾回堆现象频发。此困局本质上是国家政策标准化逻辑与乡土社会

非正式互动网络之间的结构性断裂，暴露了政策悬浮化的痼疾。

2017年，随着万科公益基金会与“根与芽”环保组织协同镇政府启动生活垃圾管理项目，制度设

计发生了根本性转向——从刚性管控迈向行政考核与村规民约的互补性嵌入与双向调适。这一创

新实践蕴含三重核心机制：首先，设定量化行政底线。镇政府将垃圾分类准确率、参与率等硬性指标

纳入村级绩效考核，借助“红黑榜”公示形成自上而下的科层压力传导，为治理划定清晰的行为边界

与目标基线。其次，注入乡土文化合法性。通过民主协商程序，将“乱弃垃圾者义务清扫公共区域三

日”等条款写入村规民约。这些条款创造性融合了物质/劳动惩戒与“丢面子”等道德训诫，深度契合

熟人社会的互惠逻辑与声誉机制，使刚性制度要求转化为村民情感上可接纳的地方性规约。最后，

建立技术反馈驱动的动态调适机制。依托数据监测平台实时追踪厨余垃圾减量率等关键效能指标，

当数据持续低于预设阈值时，制度体系能够及时响应，例如新增“垃圾分类模范家庭表彰”条款，通过

小额物质奖励（生活用品、农资兑换）叠加乡土荣誉符号（如竹编荣誉牌），激活村民参与的内生动力，

体现了制度对技术赋能反馈的敏捷性。

如图 2所示，这种制度创新在实践中凝结为三重嵌套的治理秩序：基础边界层依托“红黑榜”量化

指标体系，为村民行为设定不可逾越的底线，确保治理目标清晰聚焦。情理转化层则通过乡贤在评

议会上巧妙地将垃圾治理成效与“全村脸面”等集体荣誉捆绑，将智能监测产生的抽象数据转化为星

级户等可感知的情感介质，使行政指令升华为乡土道德自觉。效能强化层则通过“乡贤监督+智能

称重+积分兑换”的复合模式，在覆盖率监控、路线优化等技术加持下，提升执行精准度与效率。不

仅维系了监督评议过程中的情感互动深度，且有效降低了行政成本。这三层秩序层层递进、相互依

①    “门前三包”是指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由临路（街）所有的单位、门店、住户担负起一定范围的市容环境责任，承担一定的城市

管理任务。“门前五包”则是在“门前三包”的基础上增加了包立面，包文明。

图 2 制度互补性的三重嵌套治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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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行政考核的刚性权威为治理提供方向性框架与底线约束；村规民约的柔性智慧则注入文化润滑

剂，促进规则在情感层面的接纳与内化；技术工具则在二者共同构建的弹性空间内，驱动效能提升并

提供数据反馈以引导制度微调。这种嵌套结构本质上是通过制度弹性吸纳地方性知识，在行政权威

的“刚”与村庄自治的“柔”之间构建起有效的缓冲带与互动通道，最终实现国家治理意志与乡土社会

秩序在实践层面的创造性融合，为情感动员的展开与技术赋能的落地提供了稳固而富有适应性的制

度基石。

2.情感动员：信任网络、集体认同与责任内化的渐进路径

乡村环境治理的有效性根植于村民主体性的激活，村民既是生活垃圾的直接产生者，也是治理

成效的直接受益者。这一角色的双重性，不仅意味着村民的行动直接影响着源头治理，也意味着其

对治理阶段性成效有着最直接的感知与反馈，村民的满意度和参与度是衡量治理阶段性成效的重要

指标。在熟人社会中，情感动员以人情关系的长期性为基础，以村规民约的约束性为前提，以社会评

价的激励性为动力，在村庄内部构建起生活垃圾合作治理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破解环保公共性

逐渐消解的困境。同时，增强村民对村庄共同体的归属感、责任感和荣誉感，实现从“要我参与”到

“我要参与”的转变。透过情感动员的实践路径，能更清晰地了解民间环保组织在农村环境治理的阶

段性治理成效。情感动员在 J镇垃圾治理项目中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演进特征，其核心在于逐步激

活村民主体性，推动治理参与从外部驱动转向内生自觉，为制度执行与技术落地奠定社会心理基础。

生活垃圾治理问题往往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动员对象的有效响应能够为治理行动提供及时反馈，

这种灵活性是确保治理行动持续应对新挑战和变化的关键。情感动员三阶段及其核心机制如图 3
所示。

汶川地震后的特殊历史情境为情感动员提供了独特起点，构成了情感动员初始的嵌入阶段。面

对废墟之上涣散的社区联结与村民对公共事务的普遍疏离，“根与芽”环保组织依托万科公益基金会

震后援建积累的社会资本，启动了信任重构行动。驻村团队通过持续的家庭走访与深度对话，倾听

村民对垃圾污染问题的切身困扰，巧妙地将垃圾分类议题与灾后重建清洁家园的集体情感渴望相融

合。通过开展“零废弃嘉年华”活动，利用震后废墟的碎砖瓦建造花坛，将废弃玉米秆转化为堆肥原

料，直观地向村民展示了垃圾资源化的潜在价值。同时，乡贤网络的道德权威被重新激活，老支书率

先垂范带领村民清理河道垃圾，其身体示范效应有效消解了政策推行的初始认知壁垒。这些举措显

著提升了村民间的互信水平与社区活动参与度，为后续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社会信任根基。此阶段的

核心在于利用灾后重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纽带，将环境治理议题嵌入乡土社会的生活场景与情感

结构。

随着治理的深化，情感动员的重心转向环保知识的乡土转译与集体价值认同的塑造。“可食地景

图 3 情感动员三阶段及其核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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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成为认知迭代的关键载体。村民与学生共同将荒地改造为香草园，利用厨余堆肥种植薄荷、

紫苏等植物，并通过蒸馏提炼精油。当村民亲手将废弃菜叶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产品时，“垃圾即

资源”的抽象理念被具象化为可感知、可触摸的经济收益，完成了知识从认知到认同的关键跃迁。同

步推进的“学生带动家庭”活动则构建了强大的代际传播链。校园内开展垃圾分类积分竞赛，儿童被

赋予“环保小卫士”角色监督家庭行为，学校组织“变废为宝”手作展并邀请家长参观。这种浸润式教

育不仅显著提升了垃圾分类准确率，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村民逐步内化“垃圾减量即美德”的环保价

值观念。儿童在此阶段扮演了知识传递的“媒介”角色，有效弥合了乡村家庭间的环保认知鸿沟。此

阶段的核心在于通过在地化实践和代际互动，将外部输入的环保知识转译为村民可理解、可接受、可

实践的“地方性知识”，并初步形成集体环保认同。

情感维系阶段标志着治理步入常态化，目标在于推动环保责任从外部约束内化为村民的自觉行

动，并构建长效治理机制。试点推行的“环保积分银行”制度将村民的分类投放行为量化为积分，可

用于兑换日常生活用品或基础医疗服务，而积分数据则由乡贤评议会计入象征家族荣誉的“家风档

案”。每月举行的环保茶话会则巧妙地将积分公示转化为道德评议的公共场域，连续获评“五星户”

的家庭被授予竹编荣誉牌匾，形成正向激励；未达标者则在乡邻的关切与舆论压力下承诺改进，体现

了熟人社会的“面子”约束。更深层次的突破在于“堆肥收益共享”机制，即村民将厨余垃圾投入村集

体堆肥中心，产出的有机肥优先供给留守老人、儿童家庭等特定群体，使履行环保责任的行为与尊老

爱幼等传统乡土美德直接关联，赋予了参与行为更深刻的道德意义。这些策略有效降低了垃圾治理

的长期运行成本。在此阶段，老人作为“乡情纽带”与乡土文化权威的角色尤为凸显，他们在茶话会

上的言传身教、乡贤评议中的道德引领，以及“夕阳红监督队”的日常提醒，成为维系社区环保共识、

巩固责任内化的情感基石。此阶段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化激励、道德化评议和利益/情感联结，将环

保行为深度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伦理与社区关系网络，实现从“要我分”到“我要分”的质变。

情感动员的深层智慧集中体现于对“一老一小”留守群体的差异化激活策略。儿童凭借其教育

可塑性成为环保理念传播的“种子”，将在校园习得的知识通过绘制家庭环保手账、监督祖辈分类投

放等行动，“逆向催化”传统家庭的行为习惯变革。老人则依托其乡土权威与丰富的地方性知识，转

化为社区秩序的守护者与情感联结的枢纽。这种代际分工协作，本质上是将人口空心化带来的结构

劣势，创造性转化为治理资源优势。儿童突破认知茧房，注入新观念；老人筑牢情感地基，维系传统

认同与社会规范。二者共同编织起责任内化的生命网络，驱动 J镇情感治理完成从信任重建到价值

内化的蜕变。其根本启示在于，唯有将国家层面的环保政策叙事，成功转译并嵌入村民生命历程中

的意义框架与地方性知识体系，环境治理效能才能真正扎根于乡土社会的精神肌理与实践逻辑之

中，这正是制度-情感-技术协同机制发挥作用的深层体现。

3.技术赋能：效率优化与乡土价值的平衡

技术赋能作为提升乡村环境治理效能的关键维度，在实践中始终面临工具理性主导的效率追求

与乡土价值理性之间的深刻张力。J镇的探索清晰表明，技术工具能否有效驱动治理转型，不仅取决

于其本身的技术先进性，更在于能否深度嵌入地方性知识网络，并在制度框架的规范引导与情感动

员的社会接纳协同下，达成效率优化与价值关怀的动态平衡。为了规避技术逻辑与乡土情境脱节的

风险，项目采取了在地化融合策略作为核心路径。厨余垃圾资源化项目便是这一策略的生动体现：

堆肥中心建设并未简单移植工业化设施，而是创造性整合地方元素，利用废旧农具构建文化展示区、

废弃砖瓦铺设景观步道，使专业发酵设备有机融入村落的历史记忆与空间肌理。雨水花园休憩亭的

设计更具启示意义，竹制导流槽与陶罐储水装置的结合，在精准实现雨洪管理技术目标的同时，复现

并激活了“因势利导、就地取材”的传统生态智慧。尤为关键的是，这些技术设施超越了冰冷的工具

属性。当学生与村民在香草种植区共同运用传统晾晒法制备蒸馏原料时，技术平台转化为代际知识

传递与文化传承的实践载体，催生出独特的“技术-文化共生体”。面对数字鸿沟对留守群体的结构

性排斥，村级技术培训中心组建的“数字导览员”团队，通过提供语音指令操作等适老化服务，显著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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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技术应用门槛，体现了技术适配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人文关怀。这些实践的核心启示在于，唯有

通过尊重并转译地方性知识，技术工具才能被乡土社会真正理解、接纳并有效运用。

为了整合碎片化的治理资源并提升整体效能，J镇引入了垃圾分类APP与村务管理平台。该平

台旨在通过智能清运系统（实时监控垃圾产量、优化运输路线）、积分管理模块（将分类行为量化为积

分、联动线下环保超市兑换以激发参与积极性）以及虚拟议事厅（在线组织乡贤与村民讨论治理难

题、推动“电子村规民约”迭代更新）三大功能，系统性破解功能分散、主体分化与制度松散的痼疾。

然而，技术应用的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其内在矛盾与潜在异化。APP功能的过度泛化导致核心

治理目标被分散，工具效能遭到削弱；标准化操作界面将智能手机操作能力有限的留守老人等群体

结构性排除在数字治理体系之外，加剧了社会排斥；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基层干部过度关注“线上

活跃度”等表层指标，导致“数据繁荣”与实际分类效果严重脱节，治理实践滑向形式主义。针对这些

困境，镇政府实施了“减法优化”策略进行纠偏，果断剥离冗余功能，聚焦于分类指导、积分查询与紧

急通知等核心服务；增设“乡音广播”模块推送垃圾分类知识，有效弥合语言与文化障碍；强制将线上

行为数据与线下“环保茶话会”参与度挂钩，确保虚拟空间的互动必须反馈并服务于实体社会的需求

与情感联结。这一系列调整的核心在于重申“技术服务于人”而非凌驾于人的基本伦理立场。

技术赋能的深层挑战在于其伦理维度，尤其是效率至上逻辑对公平性的侵蚀及对乡土情感深度

的消解。算法推送虽能瞬时触达广泛人群，如“抖音挑战赛”能带来短期参与率飙升，却难以复刻乡

干部面对面互动所蕴含的深层次信任构建与社会协商功能。这种效率与情感之间的张力，在可食地

景项目中找到了创造性的调和之道，生态花园并行采用雨水回收系统、有机堆肥等现代技术，与学

生、村民共同育苗的传统劳作方式，使技术工具转化为联结代际情感与文化记忆的活态媒介。更具

治理意涵的是技术实践对地方认同的符号建构，生态花园产出的香草精油被贴上本土标签，集体活

动会组织村民制作印有本村风貌的文创布袋，在这些活动中技术已从单纯的效率工具升华为地方文

化生产与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价值载体。在采用“乡贤评议+智能监测”这一制度-技术复合模式的

村庄，不仅达成了厨余垃圾减量的显著效能目标，也催化了村民自组织，标志着技术赋能实现了从器

物效率层面向社区价值与自治能力深化的关键跃迁。

综上所述，乡村治理中的技术革新绝不可囿于效率至上的单一逻辑，其可持续效能的根基在于

对工具理性进行深刻的伦理反思，并通过文化转译激活其共同体建构功能。过度依赖技术存在消解

乡村社会情感联结、侵蚀信任基础的巨大风险，正如村民直言：“群里发一百条通知，不如干部上门聊

一次天”。因此，案例镇最终选择了平衡策略，坚持以环保茶话会、入户走访等线下情感互动为主体，

线上技术工具为辅助；同时，依托“面子机制”等根植于乡土的非正式规则，有效调动餐馆等市场主体

参与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这种策略的本质，是通过情感动员与制度弹性共同调节技术应用的伦理

边界，确保效率的追求始终深植于乡土社会深厚的情感联结与地方性知识体系之中。技术赋能的有

效性与合法性，最终依赖于制度设计为其提供必要的弹性空间，以及情感网络为其奠定广泛的社会

接纳基础。在此协同框架下，技术能更好地驱动治理效能的系统性提升，避免沦为悬浮于乡土社会

之上的“数字幻影”。

三、协同效应与治理张力：效能提升的内在逻辑与挑战

1.正向协同：效能跃升与公共性重塑

制度支撑、情感动员与技术赋能三者在垃圾治理实践中的深度耦合与动态互动，不仅显著提升

了环境治理的实践效能，也内在地塑造了其运行逻辑，同时不可避免地凸显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间的深刻张力，上述协同机制运行所产生的整体效果与面临的客观挑战，还需进一步解构。三者的

正向协同效应，首要体现为量化效能显著改善，协同机制有效扭转了早期“高投入-低效能”的困境。

村民参与的广度（参与率）与深度（行为质量）实现突破性进展，垃圾分类精准度得到根本性改善。这

源于多维要素的合力作用，制度确立规则框架与激励导向，情感动员激活内生动力与社区认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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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则优化流程效率并降低参与门槛。其次便是治理成本持续优化，智能监测平台等技术手段实现

的资源精准调配，辅以乡贤监督、邻里互助等情感网络依托的低成本非正式监督，大幅降低了治理体

系的长期运行成本，提升了资源使用效率。最后是源头治理取得实效，制度约束设定行为边界、情感

认同驱动自觉遵守、技术支撑提供执行保障，三者构成的闭环协同机制，使生活垃圾的源头减量与资

源化利用在实践中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为乡村生态宜居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更深远的协同效应，则在于其对乡村环境治理公共性根基的渐进重塑。制度设计提供多元化参

与渠道，情感策略将治理议题有机嵌入日常生活场景，技术反馈则强化了行为的可见性与结果的可

感知性。三者合力，共同推动村民的角色认知从治理的“被动接受者”，逐步转向兼具“责任生产者”

与“改善受益者”双重身份的积极主体。制度赋予垃圾分类以文化意义、情感激发村民对集体荣誉的

珍视、技术则强化了以本土文创为代表的地方性符号，三者交织作用，促使垃圾分类逐渐从一项外部

强加的行政任务，演化为村民自觉维护并赋予价值认同的“新乡俗”。效能提升与公共性重塑的累积

效应，催生了村民自组织的环保监督小组等新型治理主体。这标志着基于责任共识与环境利益共同

体的、更具韧性的乡村治理共同体雏形开始显现。该协同模式所蕴含双向调适、分层适配等核心理

念展现出可迁移性，其辐射效应已在周边区域的类似实践中初现端倪，印证了该框架在激发内生动

力与重构公共联结方面的深层价值。

2.治理张力：结构性矛盾与韧性调适

协同框架的运行并非坦途，其效能提升过程始终伴随着难以消弭的内在张力，主要体现为工具

理性主导的效率追求与乡土社会价值理性诉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首先是技术标准化逻辑与乡土

灵活性的冲突，技术工具内嵌的标准化、程式化要求，与乡土社会高度依赖人情面子、非正式互动及

情境化应对的灵活性特征之间，存在结构性错位。设置固定投放时间、地点这类强制性技术规则，因

忽视村民实际生活节律易引发隐性抵触；智能手机APP的标准化操作界面则将留守老人等数字素养

弱势群体结构性排斥于治理体系之外，技术普惠的理想愿景遭遇现实解构。其次是效率至上对情感

互动深度的潜在侵蚀，对算法推送通知、线上签到这类技术瞬时传播效率的过度追求，潜藏着挤压甚

至替代线下深度情感互动的风险。虚拟沟通难以复刻日常串门式协商所蕴含的信任构建、意义协商

与社会资本再生产功能，引发村民对治理“人情味”流失的普遍诟病，削弱了情感网络的维系基础。

技术逻辑与乡土情感网络在本质层面存在部分不可通约性。最后是对工具性协同的可持续性隐忧，

当村民的参与动机主要依附于行政考核的外部压力、积分兑换的物质实惠或“面子”约束等工具性驱

动，而非根植于对环保价值的内生认同时，治理行为的长期稳定性便面临考验。一旦外部激励减弱，

比如财政支持收缩、积分吸引力下降，就很可能出现行为反弹的风险。

市场化外包机制的引入是对更高效率目标的追求，也可能与依靠情感网络和集体认同实现的精

细化、人性化治理产生潜在冲突，凸显了协同框架整合多元逻辑的长期复杂性。但这些张力并非源

于协同实践的操作失误，而是国家治理标准化诉求与地方社会异质性、现代效率理性与传统乡土伦

理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在基层治理场域中的必然投射。协同治理的核心价值与韧性，恰恰在于其能够

通过制度的动态调适（预留弹性空间）、情感网络的持续维系（巩固信任与认同），以及技术工具的分

层适配（回应差异需求），在动态平衡中将这些张力转化为系统持续演化的内在动力，从而维系治理

效能的长效性与可持续性。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四川省 J镇垃圾治理项目的深度剖析，系统揭示了制度支撑、情感动员与技术赋能

三维协同机制重塑乡村环境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核心发现表明，单一维度的治理范式

难以克服乡土社会的复杂性与治理悖论。唯有三者深度互构、动态耦合，方能有效弥合政策执行悬

浮化、村民参与冷漠化与技术工具脱嵌化的结构性裂隙，驱动治理效能系统性跃升与乡村公共性根

基的渐进重构，为韧性治理共同体的培育奠定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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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支撑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构筑了协同治理的规则基础与弹性空间。成功的制度设计在于实

现行政权威与乡土智慧的双向调适：既通过量化考核设定清晰的行为边界与目标导向，确保治理方

向；又通过将刚性规则创造性嵌入村规民约并与地方性道德荣誉相联结，赋予政策以文化合法性与

情感可接受性。这种制度弹性是国家标准化诉求与地方灵活性需求得以创造性融合的关键，为情感

动员与技术赋能提供了稳定且适应性强的运行框架。

情感动员的本质是激活内生动力与塑造价值认同的渐进过程。它沿循信任修复、集体认同形塑

到责任内化的路径，将外部输入的环保政策成功转译为村民生命历程中的“新乡俗”，并将人口结构

特征转化为治理资源。核心功能在于其作为整合枢纽，润滑了制度执行过程，增进了技术工具的在

地化接纳，并将治理责任最终升华为村民的自觉伦理实践。

技术赋能的有效性则深刻依赖于对效率逻辑与价值理性的动态平衡。其效能释放绝非技术的

单向输出，而必须深植于地方性知识网络，并通过分层适配策略回应社会结构的异质性。技术应用

需警惕工具理性对情感深度的侵蚀，坚守“服务于人”的伦理立场。当技术实践本身参与地方认同的

符号建构，它便从效率工具升华为培育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载体。

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突破了制度、情感与技术彼此割裂的传统视域，系统阐释了三者通过“制度

奠基-情感润滑-技术增效”的互构关系驱动治理效能跃升的内在机理。实践层面，协同框架的价

值在于其管理张力的韧性，技术标准化与乡土灵活性的冲突、效率逻辑对情感深度的侵蚀、工具性协

同的可持续隐忧，皆需通过制度动态调适、情感网络维系与技术分层适配予以纾解。乡村治理现代

化并非技术炫目或制度严苛，而在于重植公共精神与集体行动能力。在制度、情感与技术的创造性

互动中，构建起兼具效能与温度的治理共同体，使乡村成为生态宜居、情感有依、行动有共识的生命

家园。这既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层呼应，亦为全球乡村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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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the Institutional-Emotional-Technological 
Synergy Mechanism Reshape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An Empirical Study of a Waste Management Project in Town J

LIU Meng

Abstract China’s current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aces a core dilemma characterized by 
high policy input but low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manifested as a governance paradox of detached 
policy implementation， apathetic villager participation， and disembedded technological tools. Using the 
waste management project in J Town， Mianzhu City， Sichuan Province， as an empirical case study， this 
research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institutional- emotional-technical synergy framework to system⁃
atically explai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he dynamic coupling of these three dimensions re⁃
shape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Specifically， institutional support effectively reconciles 
the structural conflict between quantifiable metrics and informal rural logic through the complementary 
embedding of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assessments. Emotional mobilization follows a pro⁃
gressive path from trust restoration and identity formation to responsibility internalization， translating 
policies into“ new local conventions” through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and cultural symbolization， 
thereby shifting participation from external compulsion to endogenous initiative. Technical empowerment 
bridges the digital divide via stratified adaptation strategies， seeking a balance between lowering techni⁃
cal barriers and maintaining emotional interaction. The innovation in this framework lies in its integrated 
mechanisms of bidirectional adaptation， progressive internalization， and stratified adaptation. It provides 
a practical solution that combine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with value rationality to resolve the governance 
paradox， offering significant insights for building a resilient governance community. 

Key words  institutional-emotional-technical synergy； bidirectional adaptation； stratified adapta⁃
ti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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